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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的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第
二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涵盖
众多门类的优秀剧目亮相舞台，既有经
典改编，也有新创佳作，引发广泛关注与
热议。当人们在称赞惊艳舞美、精彩表
演，讨论“戏曲如何更好地吸引观众”等
话题时，其实也在参与一场跨越千年的
文化对话——关于舞台为谁而建、艺术
为何而生。

作为演出的物理载体，戏台这一古
老的“容器”，以其独特的空间形态与文
化功能，成为联结戏曲艺术与民间生活
的重要纽带。它不仅是一座建筑，也是
一部浓缩的社会文化史，背后蕴藏着传
统与现代文化交融共鸣的深层密码。本
文将聚焦于“民间戏台”这一鲜活载体
——从最初服务于祭祀仪典、承载对神
明的敬畏，到更多地走向民间、为百姓热
烈绽放，戏台功能作用的演进，生动记录
着社会思想的进步与文明发展的历程；
而戏台建筑形制的变化，既反映了建筑
技艺的进步，也折射出中国人精神世界
与审美追求的深刻转型。

从“祭祀场地”到“人间烟火”：
观演关系的文明转向

原始社会以临时的露天平台作为祭
祀歌舞场地；唐代“乐棚”“歌台”已具表
演台雏形；至宋代，随着市民文化与戏曲
艺术的兴盛，出现了节庆时搭建的临时

“ 露 台 ”，以 及 专 业 性 的 商 业 演 出 场 所
——“瓦舍”中的“勾栏”，这些都为戏台
的定型积累了重要的形制与功能经验。
与此同时，在戏曲成熟的推动下，专用于
酬神的固定建筑“舞亭”或“舞楼”也开始
在庙前广场上出现，现存最早实物——
山西高平王报村二郎庙金代戏台正是体
现这一功能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戏台
正式成形是在宋金时期，在元代进一步
发展，于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成为遍布城
乡的重要文化建筑。

农耕文明时代，人们对自然充满敬
畏，通过乐舞表演取悦神灵，以此作为重
要的精神寄托。早期戏台多依附于宗教
场所，是人与神沟通的仪式空间，其建筑
样式首要服务于宗教仪式的肃穆性与神
秘感，人的观演体验被置于次要地位。
如山西高平二郎庙金代戏台，台口正对
神殿神像，民众分列两侧，形成“神尊人
卑”的仪式格局。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与市民阶层
的兴起，戏曲表演逐渐从宗教仪式中解
放出来。《东京梦华录》中“不以风雨寒
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的记载，展现了
宋代观演活动的常态化景象，以及演出
不再受制于天气与时节。这种从“为神
献艺”到“为人娱乐”的转变，不仅是戏曲
功能的拓展，也是社会思想从“神本”走
向“人本”的重要体现。

至明清，戏台建筑的人本化趋势更
加明显。茶园戏院、酒楼戏台等专为世
俗娱乐服务的场所大量出现，其空间布

局、声学设计和视觉规划都紧紧围绕观
众的观赏体验展开。北京正乙祠戏楼就
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池座与包厢的精心
设置，既保证了视听效果，也兼顾观演的
舒适性与社交功能。

艺术与建筑的共鸣：
戏曲成熟推动形制革新

戏台建筑与戏曲艺术始终保持着共
生共荣的密切关系。戏曲从祭祀仪典中
独立出来，发展为具有完整叙事与成熟
表演体系的艺术形式，也反过来推动戏
台形制不断走向专业化。

宋元时期，随着杂剧艺术的成熟，表
演情节趋于复杂，角色增多，换场成为必
要。这一变化促使戏台形制发生重大变
革：原本四面观的舞台逐渐演化为三面
观甚至一面观，并出现了明确的前后台
分区。山西魏村牛王庙元代戏台通过幕
布区隔前后台，正是这一过渡阶段的实
物见证。此时，“鬼门道”（即上下场门）
的设置，成为表演台向专业戏台演进的
关键标志。

明 清 以 降 ，昆 曲 、京 剧 等 剧 种 的 成
熟，对戏台提出更高要求。表演需要观
众聚焦，一面观形制成为主流；戏曲叙事
的分场需求，则促使“出将”“入相”的上
下场门成为戏台标配，戏台也由此实现
了专业化剧场的历史性转型。

戏 曲 艺 术 对 戏 台 形 制 的 推 动 不 仅
体现在空间布局上，也延伸至观演体验
的 细 节 优 化 中 。 戏 台 建 筑 的 声 学 与 视
觉 设 计 日 臻 完 善 。 清 代 戏 台 广 泛 采 用
藻井技术改善音响效果，如北京正乙祠
戏楼的穹顶藻井设计，实现了声音的均
匀扩散。同时，室内剧场的兴起推动了
照明技术的发展，从自然光到人工照明
的 转 变 ，极 大 增 强 了 演 出 的 视 觉 感 染
力。观众审美意识的觉醒，也进一步助
推戏台从简单的表演场地，升华为融合
声、光、空间与装饰的整体性艺术体验
场所。

功能的拓展：
从单一仪式到多元空间

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让戏台的功能从
单一的宗教仪式，拓展出宗族凝聚、商业
娱乐、社交往来、教育教化等多重维度。

宗祠戏台在保留祭祖酬神功能的同
时 ，也 成 为 宗 族 议 事 与 娱 乐 的 重 要 场
所。湘南地区的宗祠戏台通过“正殿—
戏台”的院落布局与厢房观区设计，既满
足祭祀时的仪式庄严，又兼顾族人观演
的舒适需求，实现了“仪式观演”与“世俗
观演”的有机统一。

会馆戏台则服务于商帮的社交需求。
坐落于长江之滨的重庆湖广会馆戏台，将
观戏与商业洽谈巧妙结合，观演关系成为
凝聚认同、维系商帮网络、促进经济活动的
社交纽带。明清兴起的茶园戏院，更是实
现了戏台功能的商业化转型，以“售票观
演、茶座消费”为核心模式，观演关系转变
为“服务者—消费者”的市场关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戏台在空间
组织上展现出的高度智慧。“过路戏台”以
抬高的台面跨越道路，下部保持交通功
能，上部提供表演空间；“山门戏台”则将
戏台与庙宇入口结合，人们从台底通道穿
行，进入庙宇。这类“一物多用”的设计，
在有限用地内同时满足了多重需求。

戏台从神坛走向人间、从“酬神”到
“娱人”，其每一步演变，都深深烙印着
“人”的觉醒与回归。它不仅是建筑形式
的更新，更是文化精神的嬗变——从对
自然的敬畏，到对生活的热爱；从服务于
神，到归属于人。如今，尽管传统戏台已
渐渐淡出日常视野，但其中蕴含的观演
智慧与人文关怀，仍具有深刻的当代启
示意义，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优秀
的文化建筑应当始终围绕人的需求与文
化特质展开，在传承中创新，在融合中前
行。以人为本，与时代共鸣，这也是中华
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据《中国文化报》

戏台千秋，终是演给人看

观看根据欧阳黔森小说《莫道君行
早》改编的电视剧《乌蒙深处》，以衮月
亮、麻青蒿等为代表的贵州新农村人物
群体扑面而来，年轻人回乡创业、苗绣
传承创新的双线贵州故事扑面而来，风
景、人文、细节并重的新时代贵州乡村
形象扑面而来。贵州，又一次以光影声
画的方式，呈现出其唯美浪漫。

《乌蒙深处》以小见大、以点带面，
展开对乡村振兴的多维思考。该剧以
贵州乌蒙山区为背景，从被称为“悬崖
村 ”的 村 寨 切 入 。 但 叙 事 并 不 局 限 于
此，而是延伸至贵阳、黔西等多地，徐徐
铺开一幅广阔的时代画卷。

该剧通过艺术化叙事，思考“乡村
如何振兴”的时代之问。创作者给出了

“对传统的坚守”与“对故土的回归”两
个思路，并将其具象化为鲜活的人物故
事。女主角苗族姑娘衮月亮传承苗绣
技 艺 ，也 肩 负 着 将“ 指 尖 技 艺 ”转 化 为

“指尖经济”的责任。她和吴奶奶、麻秀
梅等山区妇女一起，以服饰为媒介，让
苗绣走出大山，登上国际时尚舞台。

男主角麻青蒿作为村里走出的第一
代大学生，在大城市打拼并创立公司后，
选择回归乡土，创办特色民宿“来家里
玩”，在乡村找到了人生新的价值。他的
发小衮菖蒲与吴艾草，分别投身于种植
业与直播行业。三人实现从“乌蒙三棵
草”到“乌蒙三棵树”的成长与蝶变。人
的变化带动乡村的变革，个体的回归与
坚守汇聚成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

以美的方式塑造乡村形象，是该剧
另一鲜明特征。剧集从不同维度呈现
新时代乡村的丰富面貌与内在力量。

一是自然之美、生态之美。
剧中的乌江如飘带蜿蜒，鸭池河大

桥横跨两岸。散落江边的悬崖村民居
整洁雅致，鸡犬相闻，呈现田园诗画般
的景象。无论是吴奶奶与衮月亮面朝
笋子崖对坐刺绣，还是刺绣女工临江劳
作，都营造出淡远宁静的意境。

二是人文之美、发展之美。
该剧摒弃“苦情”叙事，转向文旅融

合 、文 化 自 信 的 新 表 达 。 贵 州 生 活 习
俗、民族服饰、节庆饮食、歌舞音乐等地
域文化被自然融入剧情。不仅如此，叙
事以村民为中心，展现人物的鲜明性格
和真实情感。麻、衮两家因儿女婚姻曾
生 隔 阂 ，父 辈 与 子 女 间 亦 不 乏 观 念 冲
突，但他们始终守礼，并寻求和解。

“乌蒙三棵草”之间兄弟友谊真挚，
其他夫妻、父子、母女也其乐融融，连田
间劳作的场景也蕴含着温情与协作的
力量。创作者扎根于家庭日常，展现村
民奋斗、团结的发展观念。于平淡处见
深远，写出了贵州乡村的质朴坚忍。

三是组织之美、干群和谐之美。
以肖百合为代表的基层干部从产

业规划、文旅推广到矛盾调解，履职尽
责。乡村振兴既离不开衮月亮、“乌蒙
三棵草”这样的产业带头人，也离不开
肖百合这样扎根群众、关键时刻总在场
的“领头羊”。干群之间互信互助、融为
一体，共同勾勒出乡村社会井然有序、
充满活力的组织之美。

纵 向 来 看 ，《乌 蒙 深 处》不 同 于 编
剧 欧 阳 黔 森 以 前 的 剧 作 ，首 次 让 视 野
贯通贵州全省，让黔山贵水、多彩人文
统 摄 于 同 一 部 作 品 之 中 ，将 贵 州 农 村
题材剧作推向了更开阔的境地。这提
示我们，地域叙事、乡村故事可以站在
时代的景深里，写出脚下的路、眼前的
人、心里的光。 据《光明日报》

《乌蒙深处》：新时代
乡村的影像折射


